
第 74 卷第 6 期 2021 年 11 月
Vol. 74 No. 6 Nov. 2021 024~033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成就

刘晓莉

摘 要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突破国民政府的严密封锁，全面启动与反法西斯盟国的

外交，借助联合国制宪会议全面展示中共外交主张，致力于在民主、和平、平等基础上参与构

建战后世界新秩序。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突破乃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其一，反法西

斯盟国反对中国国共关系恶化，希望保持中国全民抗战状态；其二，中国获得联合国创始会

员国资格，在联合国创建问题上拥有话语权。联合国制宪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外

交突破的历史契机，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冲破国内政治阻力，成功启动并圆满完成了联合

国制宪会议外交，为新中国外交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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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国国民政府在外交层面是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但在抗战后期，中国参加联合国制宪

会议的代表团中，却有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既往研究在涉及联合国创建问题时多聚焦于国民政府的

外交作为，而甚少关注中国共产党的联合国政策和主张①。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能派出代表参与中国代

表团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是战时中共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努力实现外交突破、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

结果。

一、对盟国外交的全面启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反法西斯盟国基于对战争走向的管控，以及对战后和平的构想，致力于创建

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作为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根基。

1943年10月，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形势逐渐明朗，美、苏、英、中四国代表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签署了

《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它们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

等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1］（P403）美、苏、英、中四大国获得联合国发起国资格，并正式启动联合国的筹建工作。而四大国中

的中国也由此正式获得国际社会的法律认可和普遍认同，正式以发起国身份参与联合国创建。

① 关于该问题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其一，关于中国与联合国的创建，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一文以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

为中心，集中论述了国民政府对于联合国创建的贡献；宗成康在《论中国与联合国的创建》一文中全面梳理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积极支持和参与联

合国创建的过程，其中也涉及中国共产党参与旧金山会议的内容；肖燕《联合国的创立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在论述联合国创立过程中，部分涉及

中国共产党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内容；其二，关于中国与联合国制宪会议，邓野《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问题》、洪小夏《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

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组成情况述略》、杨瑞广《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始末》三篇文章均集中于分析中国派出参与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组

成，部分涉及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外支持、成功派出董必武为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其三，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的研究，牛军《抗

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演变》、杨奎松《中国共产党抗日外交战略的形成》两篇文章着重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宏观外交战略，以及外交

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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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西斯战争是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历史契机，联合国的创建是中国大国地位确立的重要载体，而

中国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全民持久抗战则构成了中国大国地位的根基。中国的抗战不同于其他反法西

斯盟国的抗战，在这场中国民众全面参与的伟大战争中，形成了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以及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相呼应的战争局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全民持久抗战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同时也是

盟国大战略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对于中国抗战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共

产党以自己的重大贡献在国内外都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

很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很早就表达了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构建的愿望，并

且希望能够将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政策进一步推进到国际合作层面。1941年8月19日，中国共产党高度

评价《大西洋宪章》，认为“这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我们

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2］（P195）。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正式签署，中国共产党的抗

日民族统一阵线政策从国内层面的“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发展为国际层面的“与反法西斯国家合作和

推动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毛泽东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在

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

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起决定的作用。”［3］（P1033）从某种程度而言，反法

西斯同盟的缔结，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政策的预期，也推动着中国共产党进

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团结盟国，构建战后世界新秩序。

1942年7月7日，《新华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宣言——为抗战五周年纪念》，表达了对于参与战后世

界重建的愿望：“去年八月大西洋宪章的宣布，今年一月二十六国的宣言，最近英苏同盟的签约以及苏美

协定的签订，都规定了战后世界是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不扩张领土，不干涉别国内政，各国人

民有选择政治制度的自由，不让法西斯有抬头的可能，凡此一切，都被中苏英美及一切反侵略国所共同

承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拥护这些宣言，我们愿意本着这些宣言的基本原则，与中国

各爱国党派协同一致，参加战后新世界与战后新中国的建设。”1942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再次重申：“战

后的世界必定要是自由、民主、和平的世界。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必须根绝。相互间决不侵犯领土，不干

涉内政，经济必须繁荣与互惠。民族必须平等互助。凡此一切，去年所宣布的大西洋宪章，今年一月的

二十六国宣言，以及英苏同盟条约，苏美互助协定等文件中，都已规定得很明确。这些，都与中国人民的

愿望相吻合，与新中国的建设相辅相成。”［4］（第 2版）中国共产党对于同盟国历次会议、文件精神予以支

持，并将建设“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世界”和“独立、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作为战后重建的基

本原则。反法西斯同盟的缔结为中国共产党按照民主原则构建战后世界新秩序提供了机遇，而这种机

遇也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通过盟国外交维护国共合作，加强抗战力量，建立国内民主政府。

抗战后期，中国国内的军事和政治状况处于迅速变动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武装力量已经成为

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并在政治上提出了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伴随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军事

配合和战略协作不断增强，并基于皖南事变和平解决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敏锐而准确地判断：反法西斯

盟国反对中国国共关系恶化，希望维持中国全民抗战局面，以避免损耗抗战力量。于是，中国共产党决

定全面加强对外联络，在国际层面展现中共军事价值和政治主张，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向国民政府施

压，促成国共合作、参与政府重组和战后秩序重建。

由于在抗战后期美国对中国抗战进行了援助、对中国大国地位给予了认同，因此，美国便逐渐成为

中国共产党外交活动的重心，中共希望通过建立与美国政府官方联系使美国全面了解中共主张，利用与

美国的合作向国民党施加压力，避免国共摩擦。早在1942年5月，中共中央便通过驻重庆代表周恩来会

见美国记者斯诺，明确表示希望美军派出正式代表团访问延安，并委托斯诺转交中共军队对日作战的材

料给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5］（P240）。11月，周恩来和林彪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范宣德和三秘

谢伟思，表达了希望借助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力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改善国共关系的愿望。194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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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美国驻华使馆三秘谢伟思提交了题为“国共形势”的备忘录，提请国务院关注中国国内政治形势，

尤其是国共间的日趋分裂状态，以及战后难以避免的内战。谢伟思提醒政府充分重视中共武装力量的

军事价值，以及中共政治主张的群众基础，并且建议派遣调查团突破国民党的封锁，对共产党统治区作

实地调查研究。美国国务卿赫尔、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对此均作出了积极回应，然而美国远东事务资深

顾问霍恩贝克却保持谨慎态度［6］（P193-201）。2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的回复认为：“国共关系仍旧

保持使馆于1941年8月20日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短期内几无可能爆发内战。”［6］（P203-205）根据美国

驻华使馆的反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形成了关于国共关系的备忘录：国共对峙不利于抗战，并且存在导

致国共内战于抗战结束前爆发的多重因素，为了促成和推动中国统一，避免内战，美国必须考虑采取适

当行动，其中包括派遣官方人士访问共产党控制区。这一举措将会一箭双雕，既可以向中国表明美国对

事态的整体关注，又可以收集多层面的更多情报［6］（P205-208）。

1943年3月16日，周恩来通过美国驻华使馆二秘戴维斯再次发出邀请，希望美国派遣官方观察团进

入山西和陕西，中共将协助美国收集日军军事情报［6］（P214-216）。5月6日，周恩来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参

赞范宣德发出第三次邀请，他强调国共内战的危险，并且希望美国立足于对日决战而派遣军事观察团进

入中共根据地［6］（P230-231）。6月27日，中共代表林彪与美方代办艾奇森会见时也表达了对于国共关系

的担忧，并且希望借助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事务的影响力，积极寻求美国对国共关系的谨慎处理［6］（P257-

258）。6月24日，戴维斯在华盛顿提交了题为“美国利益和中国团结”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基于对国共

两党以及中国政局的深度分析和解读，提出国共对立不仅会将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甚至直接引发美苏对

抗。美国必须放弃不介入的消极政策，积极制定对华政策，保障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为此美国官方需要

获取关于中共方面的情报，以避免受制于国民党单方面的外交影响。派出美国政治和军事观察团前往

中共根据地的决定应该由华盛顿高层向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6］（P258-266）。然而中共寻求与美国

建立官方联系的外交努力并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国民政府通过美国驻华使馆高层，以及直接游说美

国国务院，明确表示：强烈反对不受中央政权控制的中共政权以及苏联支持中共的立场［6］（P271-273）。

鉴于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对以及内战于抗战结束前爆发的较低几率，美国国务院并未立即派遣观察团前

往中共根据地，但是持续保持对于中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密切关注。

苏德战争爆发前，作为当时对中国抗战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苏联足以影响到中国国内事务，因而

成为中共的外交重点，中共的对苏外交立足于争取援助增强中国抗战力量，以及借助苏联钳制国民党分

裂企图两个层面。皖南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中共寻求苏联介入，利用共产国际积极争取国际支持，向国

民党施压，维系国共合作的例证。苏德战争爆发后，虽然由于物资援助减少导致苏联对华影响力下降，

然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重塑了苏联在华地位。1943年，面对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决定

“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7］（P657）。在强化对美外交的同时，加强与

苏联之间的联系。1943年7月8日，周恩来向美英等国驻华使馆通报了国共关系恶化的信息，以及中共

的立场和政策［6］（P277-279）。7月9日，毛泽东亲自会见苏联塔斯社驻延安记者，希望其向苏联以及前共

产国际领导人报告中国国共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争取其积极介入。8月8日，苏联做出积极回应，塔斯社

著名记者罗果夫发表题为《对于中国政府的批评》的文章，公开批评国民政府放任国民党对于中共的封

锁和袭击，破坏民族团结和削弱抗战力量，是对中国人民的背叛和对抗战大计的背离。中国抗战的最后

胜利取决于国民政府认识到真正团结一切民主力量的重要性［8］（第1版）。罗果夫的文章是抗战以来苏联

对中国政府的首次公开批评，苏联藉此释放出清晰信号：苏联对于中国国内事务高度关注，反对武力解

决中共问题，并将积极介入国共争端。

对于国共危机，苏联的反应在美国预料之中：苏联是中国的利益相关国，对于中国国共问题的任何

考量必须将苏联因素考虑在内。早在1943年6月16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即提出，国民政府将会通过怀

柔或者武力方式清算中共武装，苏联对于中共的支持将成为掣肘力量。6月18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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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德利，令其调查苏联对于国共对峙的态度和立场。苏联和美英等盟国对华政策

的核心是一致的，即保持中国统一、政权稳定，利用中国抗战配合盟军、牵制日军，而国共交恶必然会产

生内耗从而危及抗战大局，因此美苏之间为此开始交换意见。7月14日、8月5日、8月11日，苏联先后通

过其驻华使馆人员向美国驻华使馆人员表示：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行为是“一个严重的错

误”，并且明确提出“一旦国共发生武装冲突，美国是否会继续援助中国”［6］（P283-284，308，314）的问题。

美国再次确认苏联对于中国问题的关切以及对于中共的支持，苏联的介入将会使中国问题更加复杂，出

于抗战需要和盟国团结，美国必须采取措施遏制事态发展。8月18日，霍恩贝克约见宋子文，明确表示

“美国政府严重关切国共双方的公开冲突，这种冲突应该加以避免”［6］（P291）。史迪威和美国驻华使馆

也开始向国民政府施压，促使其放弃对中共的军事围攻。

中国共产党争取美苏等盟国政府介入国共危机处理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9月13日，蒋介石在

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宣布，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并派出

王世杰、邵力子和董必武会谈，愿意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国共问题［9］（P841）。中共也公开表示“延安欢迎

政治解决，不愿破裂”［10］（P669）。

1943年，中国共产党全面启动盟国外交。缓和国共危机，乃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把握：其一，立

足于反法西斯盟国军事胜利，建立在国共合作基础上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可以凝聚中国抗战力量，形成

全民参与对日作战的局面，因此美、苏等盟国必然会阻止国共冲突，产生内耗危及远东战局；其二，考虑

到战后远东政治格局，美国对于中国政治将会持续产生影响力，而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则集中于保持中

国政权的稳定。因此，中共需要加大对美外交力度，利用美国促成战后中国政府改组；其三，有鉴于盟国

战后合作，美国对华政策的任何调整必然考虑苏联对华问题的关切，中共可以借助苏联扭转美国建立在

对国共信息来源的不对称基础上的现有政策。中共的盟国外交取得了显著成效，坚定了中共继续通过

盟国外交参与战后重建的信心，而中国作为创始会员国参与联合国创建无疑是难得的契机。

二、对战后国际秩序构建的主动参与

中国共产党在成功化解国共危机后，继续努力在国际舞台释放中共对于国际事务的观点、立场和见

解，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共的了解和关注。1943年底，莫斯科外长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先后召

开，中国作为参与战后世界规划的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得以确认，中共亦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表示欣

喜，并对参与战后规划展现出浓厚兴趣。中共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为舆论宣传平台，表达了对于

莫斯科外长会议以及开罗会议的高度重视，以及中共愿意承担作为联合国四大发起国的责任参与联合

国筹建，并阐发了中共对于战后世界及联合国组织的规划原则，尤其是非殖民化原则，例如强调“中国及

其它殖民地的解放和民主”，坚决反对“独霸世界之谬说”“列强共管之妄论”，以及“计划瓜分殖民地”等

帝国主义思想［11］（第1版）。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基本已成定局，联合国的筹备作为战后世界规划的核心工作已经启

动，中共希望能够将政治问题作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加以推进，并且希望能够参考欧洲国家组建联合政府

的做法，在战后建立包含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共同参与战后规划和重建工作。

中共再次于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找寻对中共的有利因素：其一，中国抗战局面出现有利于中共方面

的转机。日本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迫使国民党军队后撤，中国正面战场出现大溃败，而中共敌后战场开始

局部反攻的价值开始受到盟国关注。其二，中苏关系因为新疆问题日趋恶化。国民政府希望美国直接

介入中苏纠纷，美苏同盟关系因之受到影响。其三，中共舆论宣传引发国际舆论关注，而国民政府的新

闻封锁适得其反，激发起盟国记者对中共的兴趣。为了打破国民党对于中共外交活动的封锁，中共南方

局于1944年1月提前为董必武祝寿，向国内外各界人士介绍中共的民主立场和统战主张，打开了外交新

局面，一方面促成了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另一方面推动美国派遣军事观察组考察延安。1月24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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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在其提交给史迪威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对于中共的封锁促使其逐渐依靠苏联力量，美国必须立即

派遣军事和政治观察组到中共地区搜集情报，包括发动对日反攻、调查中共实力，并在苏联进攻日本时

汇报战况和考察苏联对北方中国的政治影响［12］（P307-308）。戴维斯的报告引起罗斯福的重视，罗斯福

自 2月 10日起连续三次致电蒋介石，要求立即派遣美国观察团至西北中共控制区，但遭到蒋介石的拒

绝。蒋介石在3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必期派员视察延安，实则联络共党，以为牵制我中央政府之

计也，其心用甚险，余惟以照理力拒而已。”直至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蒋介石才最终同

意［13］（P163-164）。美国军事观察团分作两批分别于7月22日和8月7日到达延安，从而“构成了美国政

府对延安政权的一种准官方承认”［14］（P179）。

基于美国对中共政策的调整，以及“抑蒋联共”政策的施行，中共加强了在军事和政治上与美国的合

作，但同时对于国内外形势依旧保持了清醒认识。8月16日，以董必武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提

交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报告，指出了美国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需要“联苏联共”打败日本，因此执行“压蒋

联共”的政策；另一方面不会赞成中共成为中国政治中心，不会放弃对中国的影响力［15］（P110-117）。据

此，中共中央决定将对美外交与国内政治相联系，利用美国促成国内政治环境的改善。8月18日，中共

中央发布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在

目前最重要的是外交工作”［16］（P314-318）。9月15日，得到中共中央指示后，中共驻重庆代表林伯渠等人

公开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16］（P323-324）。中共利用

美国与中共之间正在运行的准官方关系开始大幅调整中共政治主张，完成了从“谋求国民政府民主化”

到“强调组建联合政府”的政策转变。然而，中共虽然希望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可以由军事合作达到文化

合作、政治合作和经济合作，但也充分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仍旧是支持国民党，因此对于中共和

美国合作保持审慎态度，目前阶段不应希望过高。而这种审慎的外交立场在赫尔利使华期间也有集中

体现。

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使华，首要任务是解决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其次是调解日趋紧

张的国共关系。罗斯福指示赫尔利“帮助蒋介石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例如中央政府与中共的关系问题”
［17］（P71）。虽然来自中共方面的信息开始从中外记者、驻华美军、军事观察团等渠道反馈至美国政府，但

是从罗斯福给赫尔利的指示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依旧是对国民党的片面支持。此时，中共仍寄希

望于美国促成联合政府的方案，因为如无外力介入，国民党断然不会放弃独裁权，因此，中共中央热情欢

迎赫尔利访问延安。赫尔利在国共争端的核心问题，即联合政府和军队改编的问题上缺乏深刻理解，在

访问延安期间，赫尔利与毛泽东签署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协定》（《五条协定草

案》）后［12］（P667-688），赫尔利非常满意，并向罗斯福汇报：“协议中几乎所有的原则都是我们的。”［12］

（P699）但是中共对于协定草案保持谨慎态度，11月9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周恩来指出，蒋介石所

谓的让我们参加政府和我们主张建立的联合政府是有区别的；但赫尔利却把二者混而为一［18］（P355）。

毛泽东希望推动美国影响国民党方面，他通过赫尔利转达信件给罗斯福，表示“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

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并感谢罗斯福“为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

的利益之巨大努力”［12］（P688-689）。

中共对于《五条协议草案》的审慎估计随后得到印证，国民政府表示绝不接受协议草案，并提出了三

点反建议［12］（P706-707）。基于赫尔利对国共关系的介入，11月17日，罗斯福任命其为驻华大使，持续施

加美国影响力。罗斯福急于缓和国共关系，除了军事层面统一军队反攻日本的考虑之外，苏联因素的影

响逐渐增强是重要因素［12］（P703）。虽然此时以谢伟思和史迪威等人为代表，提出了放弃对于蒋介石及

其国民政府的片面支持，立足于美国在华利益重新衡量美国对华政策，甚至加强与中共联系的主张，但

是美国的对华外交依然依照惯性，继续支持国民党表面民主化改造的国共关系解决方案。

中共在对美外交遭遇赫尔利调停国共关系的停滞，甚至美国逐渐采取压制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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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时，再次开始外交调整，一方面向美国释放强硬信号“拉美压蒋”，另一方面则加强对苏外交的力度。

周恩来已经感受到赫尔利的态度在向“扶蒋抑共”方向转化。11月27日和12月2日，赫尔利两次与周恩

来会谈，希望利用美国对中共军事援助换取中共接受国民党方案。中共试图通过强硬立场“拉美压蒋”，

12月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后致函赫尔利，表达对赫尔利致力于国共合作和中国统一的谢意，同时表示

中共将应各界公众要求公布《五条协议草案》［12］（P723-724）。中共立场引发美国强烈反应，赫尔利致函

周恩来，指出如果中共公开《五点协议草案》就意味着国共谈判的失败，中共为此承担主要责任［12］（P732-

734）。中共中央决定暂缓公布《五条协议草案》，避免与美国对立，并且在赫尔利斡旋下，于1945年1月

重启国共谈判。与此同时，中共捕捉到来自苏联方面的积极信号，早在1944年11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

科就公开谴责日本是侵略者，释放出对日作战的信息［19］（P400）。次日，中共在《解放日报》做出回应，高

度评价“苏联是目前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消灭阶级的国家。因此，苏联的民主体制比世界上其他

任何国家更优越。广大人民群众是这个国家的真正掌权者”［20］（第1版）。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也提醒罗

斯福关注苏联对日作战后对中国事务的影响以及对中共的支持，这将会使远东局势更趋复杂［12］

（P737-738）。

1944年，中国共产党的外交集中于对美外交的突破，美国军事观察团的派遣以及赫尔利直接介入国

共和谈使中共将对美外交作为重点，然而在国共和谈陷入僵局时，中共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

重心依然是确保亲美的蒋介石政权。为此，美国需要与苏联协调远东政策，对中共主张加以抑制，但是

抗战结束前，出于对日反攻的需要和美苏同盟的合作，美国不会断然关闭与中共沟通的大门，但是窗口

期会越来越短。

三、联合国制宪会议上的成功外交

中国抗战在军事上形成国民政府主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的局面，这一

特征有别于其他反法西斯国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对于中国抗战抑或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胜利意义重大，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国共联合政府”以及“参与战后国际秩序构建”的

提议是实至名归的。然而抗战后期，中国国内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并现，国共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不断加

深，美国作为第三方介入中国内政，促使中国国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这种复杂的国内政治折射在外交

舞台同样使中国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大国的特别之处。在联合国创建问题上，美、英等国将联合国宪章草

案在国内各阶层以及各党派之间先行达成共识，并分别由政府出面组成包括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联合代

表团参与联合国的筹建。而国民政府则将《联合国宪章》草案的拟定局限于国民党内部，希望由国民党

独揽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团名额，尤其着意排挤中国共产党代表，这一做法在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期

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大国际交往，借助联合国制宪会议的召开，提出派遣代表参与

旧金山会议的请求，并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战外交层面的公开首次亮相。

联合国四大发起国于1943年至1945年先后召开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雅尔塔

会议，就《联合国宪章》草案进行详细商讨，并就大国地位问题、联合国创始会员国问题、安理会表决程序

问题以及托管制度问题等逐渐达成共识。1945年2月12日，雅尔塔会议发布会议公报，由美、英、苏、中

四大联合国发起国向所有反法西斯盟国发出会议邀请，定于1945年4月15日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签署

纲领性文件《联合国宪章》，建立联合国。经历反法西斯盟国历时数年的精心酝酿和筹划，并被确立为战

后国际秩序的根基，联合国即将由设计蓝图成为国际法主体。

联合国制宪会议对于中国意义重大，根据《联合国宪章》，中国作为核心机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的身份被确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东方的中国在经历近代百年的屈辱和全民族持久

抗战后，终于以崭新的面貌重归大国行列；同时中国可以凭借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积极参与

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对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远东亚太地区利益以及推动非殖民化运动均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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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价值。国民政府从1945年3月即开始就与会方案的拟定、与会方针的确立以及与会代表团组成开

展工作。为了遏制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国民政府在组建中国代表团时，决定由国民党独占所有名

额，排斥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而中共决定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国际外交平台开展会议外交，对

内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对外扩大中共国际影响力，促成有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国内外局势。

雅尔塔会议后，中共中央通过舆论宣传、统战联合、直接交涉以及国际施压等方式，展开系列斗争，

致力于组建包含国内各党派、各阶层民主人士的代表团，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1945年 2月 17

日，《解放日报》刊登社论提出，中国以发起国身份参加旧金山会议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是中国人民坚持

抗战的结果，应该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著名无党派人士共同组成代表团出席会议，并请美、苏、

英三国加以考虑。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表示，中国共产党要派出代表参加旧金山联

合国制宪会议。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致电赫尔利：“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国民政府，既不能代表解放

区的千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国统区的民众意愿，因此不能由国民政府垄断代表团名单。”中共方面希望赫

尔利履行承诺，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组成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并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中

共意愿［21］（P234-235）。然而，赫尔利有鉴于国共谈判破裂，希望以代表团组成为筹码，压制中共接受美

国对中国军队的统一指挥权，因此以“受邀参会的是政府代表而非党派代表”为由，委婉拒绝了周恩来的

意见。拒绝组建联合政府的国民政府同样排斥联合代表团的设想，决定派遣完全由国民党员组成、规模

3-5人的小型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

为了营造国内民主政治氛围，中共中央充分利用国内统战力量，推动联合代表团的组建，共同争取

参加旧金山会议。2月25日，毛泽东指示王若飞，“真正能逼蒋让步的条件，还没完全成熟”“国共谈判也

不能望其速成，而只能运用公开谈判的形式，以援助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而旧金山会议“有利于国

内民主运动的推动”［11］（P793）。在中共统战工作的推动下，民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等公开表示：“中国要

在旧金山会议中获得成就和应有的地位，必须先以民主而统一的中国出现在世界人士之前。”［22］（第2版）

当得知美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由民主共和两党代表各半组成后，中国民主力量呼吁：“世界和平

非一党所能决定，和平机构不能为一人一党一国而工作。”［23］（第3版）中国各界要求组建联合代表团出席

旧金山的呼声因此高涨。中国妇女代表刘清扬号召妇女应为民主而奋斗，“旧金山会议我国应产生由各

党派组织的举国一致的代表团去出席”［24］（第2版）。张申府指出，中国只有“适应世界民主潮流，在国际

上才有地位……我国旧金会议的代表，应包括各党派，最好还是对国际组织问题素有研究的”［25］（第 2

版）。与中共设想相契合，中国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群众也希望通过组建联合代表团参加旧金山会议，

推动因国共谈判破裂而停滞的中国民主化进程。

3月7日，周恩来致函王世杰，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要“能代表全国

人民的公意”，代表团人选“必须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的代表”。同时从两

方面向国民政府施压：其一，美英等盟国宣布代表团成员包含各重要政党代表；其二，国民党垄断代表团

名额表明分裂立场，中共对于其所作之一切言论和行为保留自己的发言权［26］（P57-58）。3月9日，周恩来

将信函内容转告赫尔利，并要求赫尔利“尽速告之”罗斯福［21］（P268-269）。3月 10日，罗斯福致电毛泽

东，赞誉中共为国家统一做出的努力，并希望国共之间能够保持真诚合作致力于抗战胜利和国家统一［21］

（P266-267）。这封电报并未提及中国代表团组成事宜，但是却向国民政府释放出信号：为抗战计，国共

仍需继续致力于国内政治统一。3月15日，罗斯福总统根据赫尔利以及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建议，通过

电报向蒋介石明确表达他对于中国代表团组成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曾要求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

和民主同盟的代表，赫尔利婉言拒绝了中共的提议，他本人与大使的意见一致。但是代表团包含中共以

及其他党派代表并无不利影响，而且还有利于中国树立良好国际形象以及推动国内团结的考虑。罗斯

福还以美国代表团就包括两党的代表，以及其他国家亦会以此为例组建代表团作为示范［21］（P283-284）。

尽管罗斯福倾向于中国代表团应包含中共以及其他党派代表，但国民政府顽固地坚持垄断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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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选，并且在3月19日组成了八人代表团。国民政府内部对此方案也出现异议，顾维钧就曾表示，真正

代表全国的代表团应有广泛的基础，应包含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然而来自国内的不同政见并未

改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决定，直到国际干预再次发挥重要作用。3月23日，罗斯福的电报辗转

到达蒋介石手中，罗斯福措辞委婉却坚定，蒋介石经过反复确认和再三权衡之后，被迫做了一些让步。3

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公布了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十人名单：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

明、李璜、张君劢、董必武、胡适、吴贻芳、胡霖。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各一

名，无党派人士三名。中共代表由中共提出的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缩减为董必武一人，中共中央

为大局计，由周恩来指示王若飞转告王世杰：虽然对缩减中共代表名额表示不满，但同意董必武代表中

共中央出席旧金山会议［21］（P307-308）。中共打破国民党垄断，成功推动国民政府组建包含各政党、各阶

层联合代表团，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

组建包括各党派、各阶层代表的联合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是中共抗战后期外交活动的延续和发

展。利用反法西斯同盟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的时机，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开展会议外交，向国际社会

展现中国局势、国共关系、中共主张，对于提升中共的国际影响，促成有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外部环境

出现，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中共代表董必武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付的国内外双重统战使命。4月6日，董必武与秘书

章汉夫、翻译陈家康等从延安飞往重庆，当日在中国民主同盟举行的欢送宴会上，董必武向各界人士发

表重要讲话：一方面介绍中共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表示中共与民盟今天共同奋斗的目标是

“争取中国实现民主团结，以便达到抗战建国的成功”“有了民主的联合政府，人民的各种自由权利才能

实现，中国人民才能在抗战中表现自身的力量与作用，才能内合全民要求，外符国际期望”。另一方面表

达中共顾全大局致力和平的立场。“本党中央派本人出席旧金山会议，本着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团结的委

曲求全精神，为国际和平而奋斗，本党‘深信民主为世界大势所趋，必须实现，否则，中国永无和平，中国

人民永无自由’。”左舜生、黄炎培、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等民盟领导人认同中共主张，并希望代表团成

员“把中国的现状表达于国际人士，谋取国际同情”“发动华侨共同从事于民主运动”［27］（第 2版）。4月7

日，董必武出席由张申府、王世杰、邵力子等人在参政会举行的饯行会；4月8日，出席重庆妇女界举行的

茶话会。通过行前系列活动，中共成功促成了国内各派民主力量的合作，民盟普遍接受中共关于建立联

合政府的主张，并希望利用旧金山会议获取国际民主人士和民主力量的支持。

董必武一行经纽约短暂停留后于4月24日抵达旧金山，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公开出席重大国际活

动，对于中共而言是难得的外交机会和平台，董必武圆满完成了国际统战工作。

董必武在旧金山制宪会议期间顾全大局，与各位代表协同完成《联合国宪章》的修正和完善工作，其

谦逊的作风和对于国际事务的熟稔助其成功塑造了中共良好的国际形象。5月1日，中国代表团全体代

表举行记者招待会，期间董必武被问及旧金山会议的成功，是否将有助于造成中国内部团结与和谐？董

必武当即坦率说：“是，但不是直接的。”［28］（第2版）董必武准确、简洁而有分寸的答复赢得了热烈掌声，维

护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中国代表团的团结一致为联合国宪章提供了完善空间，相对于其他大国，中国是

唯一长期遭受侵略压迫的国家，因此“全世界被束缚之民族，尤其是东方民族，都希望于中国的支持”，把

中国“看作他们前途的象征和希望的源泉”［29］（第2版）。中国代表团致力于会员国主权平等、赋予安理会

权威、托管倾向独立等主张，不仅完善了《联合国宪章》，而且保障了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权利，从根本上奠

定了联合国深厚的生命根基，使之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推动非殖民化进程的中流砥柱。中共抛弃前

嫌、顾全大局，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共同参与《联合国宪章》的完善，成功推动了联合国的创建。

董必武还利用会议间隙深入华侨聚居区，先后参观了中华会馆、中华学校和东华医院等。6月3日，

董必武出席旧金山救国总会举行的侨众宣传大会并发表讲话指出：“海外侨胞希望我国早日实现民主政

治，国内同胞也具同一目标，切望大家一致努力，争取我国的民主政治早日实现。”6月5日，董必武受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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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旧金山华侨宪政会、致公党大会，做了主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共“坚

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30］（P463-468）的基本政策，介绍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

力量的卓越战绩，以及中共为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主政权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为海外侨胞了解中共提供了

翔实资料。中共借助旧金山会议不仅团结了国内民主同盟，而且加强了对于海外民主力量的动员，构建

起反对独裁、共建民主的广泛爱国统一阵线。

董必武在旧金山会议期间并未与各国政要进行正式且密切的接触，而是将工作重心放在向新闻媒

体和海外侨胞宣讲中共方针政策和介绍解放区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国民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原则，

核心原则是禁止与会代表谈论国内政治，代表须以国家而非党派的身份接受采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

共的外交重心再次出现调整，中共在继续保持与美国关系的同时，逐渐加大对苏外交力度，利用苏联抑

制美国对国民党的单方面支持。1945年3月13日，苏联《红星报》公开批评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和拒绝

中共建立联合政府提议的行为。4月5日，苏联政府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对日作战已成定局，

中共中央外交重心逐渐由美国转向苏联。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中

共的外交政策必须是联合苏联，苏联是1924-1927年间唯一援助中国革命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援助中国

抗日战争的国家，而且“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同时毛泽东庄严

宣布：“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胶园会议所作的建议

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

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山金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3］（P1031-1032）旧金山会议

于6月25日圆满结束，董必武以中国代表身份正式签署了《联合国宪章》。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便十分重视对外交往，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身处内忧外患、艰难曲折的发

展历程中，抑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穿越冷战进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当今世界，

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于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立足于中国和世界民主化进程，不忘初心、与时俱进，不

断调整和发展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因此，围绕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共外交研究，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

外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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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lomatic Achievemen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Liu Xiaoli（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roke

through the blockade and insolation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and started a comprehensive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 with allied countries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itution of a new order of the postwar

world on the basis of democracy, peace and equality.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dealing with foreign affairs was based on two precise judg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ne was that

the Allies didn't want the Kuomintang-Communist Relations to be worsened, and the other was that China

had become one of the four sponso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with the right of voicing opinions. The convening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provided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realize its diplomatic breakthrough. At the conven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

sidered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accomplished the congress diplomacy successfully, which has provided

a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diploma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rtime diplomacy; the United Nations;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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